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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期望差距与团队突破性创新： 

自我调节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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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4) (2 福建工程学院互联网经贸学院, 福州 350014) 

(3 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昌 330031) 

摘  要  本研究以自我调节理论为基础, 探讨团队领导的创新期望差距推进团队突破性创新的过程。根据实验结

果以及一项多时点、多来源的问卷调查发现: 创新期望差距对领导创新投入产生 U 型影响; 领导创新投入中介创

新期望差距与团队突破性创新之间的 U 型关系; 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晋升标准共同调节创新期望差距通过领导创

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影响, 具体地, 当领导知觉资质过剩高且组织实行相对晋升标准时, 创新期望差距通

过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施加更强影响。 

关键词  创新期望差距, 团队突破性创新, 领导创新投入, 知觉资质过剩, 组织晋升标准 

分类号  B849: C93 

1  引言 

由于创新对组织具有重要意义且团队在组织

创新中具有关键作用, 探讨团队创新成为一个备受

关注的议题(Anderson et al., 2014)。团队创新是指

整合团队中个体, 使之产生新颖和有用的想法并将

其应用于企业实践(van Knippenberg, 2017)。方式上, 

团队创新既可以表现为对现有产品、流程增量扩展

的渐进性创新, 也可以表现为对现有产品、流程彻

底改变的突破性创新(Nijstad et al., 2014)。相比而

言, 团队突破性创新对组织核心竞争优势的建构更

具决定性(刘智强 等, 2021), 但突破性创新追求从

0 到 1 的跨越, 具有高不确定性, 学术界对它的探

讨相对有限(Alexander & van Knippenberg, 2014), 

因此本研究拟重点围绕着团队突破性创新进行探索。 

不同于个体创新和团队渐进性创新, 从组织行

为学角度看, 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形成不能缺失以下

条件: (1)团队领导的创新意愿与能力, (2)团队成员

的创新模仿与追随 , (3)良好的激励机制设计 (cf., 

Hughes et al., 2018; van Knippenberg, 2017; 刘智强 

等, 2021)。由于团队领导在团队感召和机制设计中

发挥特殊作用, 因此领导因素又在三者中居支配地

位。尽管领导因素非常关键, 现有关于领导与团队

突破性创新的研究非常有限 , 有必要对其进行拓

展。根据自我调节理论, 如果领导针对团队创新情

况设置期望并感知到团队实际创新绩效与创新期

望之间存在差距(即创新期望差距), 领导的自我调

节过程将被激活, 此时领导会主动采取行动来缩小

预期与现实之间的差距(Xu, Liu, et al., 2021)。从这

个角度看, 领导创新期望差距与团队突破性创新具

有逻辑联系, 但现有研究很少进行探讨。 

本研究基于自我调节理论进行分析。自我调节

理论认为, 期望状态与当前状态存在差异是激发行

动的前提(Carver, 2004), 而工作投入作为自我调节

的一种驱动状态, 反映了个体为减少差异所做的努

力(Mitchell et al., 2019), 所以感知到创新期望差距

的领导可能通过改变工作投入如采取创新投入的

方式来减少感知差异。创新投入是指个体参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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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活动的过程, 它决定个体探索认知路径的灵活

性、对特定任务的关注以及在追求解决方案时遵循

特定路径的程度 , 与创造性想法的产生密切相关

(Zhang & Bartol, 2010)。而领导创造性想法是团队

创新的重要来源(Pirola-Merlo & Mann, 2004), 因此

领导创新投入可能成为创新期望差距影响团队突

破性创新的重要机制。 

尽管领导创新投入可能提高团队突破性创新, 

但是根据自我调节理论, 这一过程还需要考虑个体

和情境因素的影响(如 Parke et al., 2018; 占小军 

等, 2020)。领导资历和能力是团队创新的重要决定

因素(van Knippenberg, 2017), 而知觉资质过剩正

好反映了个体感知到的“资历和能力超出工作需

求”的程度(Luksyte et al., 2022), 可能成为影响领

导自我调节过程的重要个体因素。另外, 考虑到只

有在特定情境下知觉资质过剩的个体才能发挥积

极作用(Ma et al., 2020), 而晋升可以改善知觉资质

过剩个体的人−岗不匹配现状, 组织晋升标准是员

工晋升过程中所遵循的依据和准则 (卫利华  等 , 

2019), 可能成为知觉资质过剩个体自我调节过程

的重要情境。所以, 本研究将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

晋升标准同时引入模型, 预测它们共同决定领导创

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影响。 

综上, 本研究以自我调节理论为基础构建创新

期望差距通过领导创新投入作用于团队突破性创

新的间接效应模型, 同时探究领导知觉资质过剩和

组织晋升标准的共同调节作用(见图 1)。潜在的贡

献包括: 第一, 通过实证检验领导创新期望差距影

响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为探讨

领导如何引领团队突破性创新这一议题提供新视

角。第二, 结合自我调节理论揭示领导创新投入在

创新期望差距影响团队突破性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从领导视角拓展团队创新的生成机制。第三, 整合

领导个人因素(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情境因素(组

织晋升标准), 考察二者如何共同作用于领导创新

投入与团队突破性创新间关系, 为全面理解创新期

望差距背景下领导驱动团队突破性创新的自我调

节过程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框架。 

1.1  创新期望差距 

创新期望差距属于期望差距中的特殊情况, 指

实际创新绩效与创新期望之间的差异(cf., Eggers & 

Kaul, 2018; Parker et al., 2017)。期望差距概念最先

来源于绩效反馈理论, 该理论认为决策者会根据组

织的历史绩效或行业同类组织的绩效设定期望, 并

通过评估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的差距来决定搜索、

风险承担和变革(Greve, 2003)。在绩效反馈理论中, 

绩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 包含资产收益率、生产率、

销售额、市场份额等(Greve, 2008)。基于这一逻辑, 

创新作为团队绩效的一个核心指标, 团队领导可能

针对团队创新绩效形成团队创新期望差距, 而目前

鲜有研究对此进行关注。 

回顾以往研究 , 学者们主要基于企业行为理

论、前景理论等探讨其它维度期望差距对企业行为

选择的影响(Greve, 2003)。虽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

期望差距影响效应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但企业决策

与团队决策所处情境不同, 不能简单地将企业层面

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团队决策中, 需要进一步探讨。

考虑到自我调节理论是个体追求目标动机的元理

论(Xu, Liu, et al., 2021), 其核心思想是受到激励的

个 体 会 努 力 降 低 期 望 目 标 与 当 前 状 态 的 差 异

(Koopman et al., 2020), 可以解释领导在面临期望

差距时的认知和行为反应, 因此本研究拟以自我调

节理论为基础, 探讨领导创新期望差距影响团队突

破性创新的内在机制。 

1.2  自我调节理论 

自我调节理论反映人们对差异做出反应的动

态过程(Puranik et al., 2021)。根据该理论, 个体确

定目标后会将目标与感知到的当前状态进行比较, 

当二者之间存在差异时, 个体将做出响应(Carver, 

2004)。自我调节理论还认为个体的自我调节过程

包括目标设定和目标奋斗两个阶段(Diefendorff & 

Lord, 2008; Mann et al., 2013)。目标设定阶段的研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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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认为个体的自我调节过程是一个通过反馈向目

标状态前进的过程(Johnson et al., 2013)。如果绩效

高于目标, 个体可能通过设置更高的目标来主动塑

造差异; 而如果绩效低于目标, 降低目标通常不是

一 个 有 效 的 自 我 调 节 反 应 (Diefendorff & Lord, 

2008)。目标奋斗阶段则指为实现既定目标而采取

一系列行动的过程(Mann et al., 2013), 其中工作投

入反映了个体为实现目标而付出的努力(Xu, Du, et al., 

2021), 所以工作投入是个体目标奋斗过程中的重

要状态(Mitchell et al., 2019)。根据该理论, 创新期

望差距是指实际创新绩效与领导创新期望之间的

差异, 可能激活领导的自我调节过程。当实际绩效

大于领导期望(顺差)时, 领导可能设置更高的目标, 

并通过增加工作投入(包括创新投入)实现这一目标; 

而当实际绩效小于领导期望(逆差)时, 为了减少感

知差异, 领导也可能增加创新投入。因此, 创新期

望差距可能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

产生影响。 

1.3  领导创新期望差距、领导创新投入与团队突

破性创新 

根据自我调节理论, 当目标与当前状态之间存

在差异时, 个体的自我调节过程被激活, 个体会做

出相应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反应 (Xu, Du, et al., 

2021)。领导创新期望差距是指团队实际创新绩效

与领导创新期望之间的差异 (cf., Eggers & Kaul, 

2018; Parker et al., 2017), 它能激活领导的自我调

节过程(Koopman et al., 2020)。根据该理论, 如果团

队创新绩效显著低于领导期望, 也就是当前状态与

期望状态间差异特别明显时, 领导的自我调节过程

将被激活 , 因为未实现的目标会使他们感到压力

(Xu et al., 2019), 而增加投入可以减缓压力(Mitchell 

et al., 2019), 因此推断领导的创新投入会增加。而

随着团队创新绩效的提升, 团队创新绩效与领导期

望间的差异变小, 领导面临的压力变小, 他们会减

少在目标活动上的努力(DeOrtentiis et al., 2022), 

即领导创新投入的增加量减少。随着团队创新绩效

进一步提升并趋近领导期望时, 领导的自我调节过

程不再被激发(Xu, Liu, et al., 2021), 领导创新投入

保持不变。 

当团队创新绩效进一步提升并超过领导期望

时, 领导的自我调节过程再次被激活(Xu, Du, et al., 

2021), 领导会从解决问题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 开

始关注团队的长期发展(Xu et al., 2019)。根据自我

调节理论, 此时个体会根据当前状态修改他们的目

标(Johnson et al., 2013)。当团队创新绩效超过领导

期 望 时 , 领 导 因 绩 效 感 到 满 意 并 产 生 积 极 情 感

(Carver, 2004)。积极情感具有能量唤醒作用, 会增

加个体对绩效的乐观情绪。如果个体体验到高度积

极的情感, 他们会表现出趋近行为, 并设置更高、

更具挑战性的期望目标(Bindl et al., 2012)。而逐渐

升级的期望目标降低了团队成功的可能性, 为了维

持成功状态, 领导需要加大创新投入。随着团队创

新绩效的进一步提升, 领导的积极情感更强烈, 他

们更有信心从事未来导向的行为(Xu et al., 2019), 

领导创新投入进一步增加。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  

假设 1: 领导创新期望差距与领导创新投入呈

U 型曲线关系。 

本研究同时预测领导创新期望差距可能通过

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产生 U 型影响。具

体地, 当领导遭遇到创新期望差距时, 他们会增大

创新投入 , 而领导是团队知识网络的核心参与者

(Tang & Ye, 2015), 领导创新投入的增加会催生一

系列创造性想法(Zhang & Bartol, 2010), 并驱动团

队创新(包括突破性创新; Anderson et al., 2014)。另

外, 领导的创新投入还会对员工的创新投入产生影

响, 因为领导影响员工的绩效评估, 员工会从领导

那里寻找行动的线索(Cheung et al., 2020)。当领导

参与创造行为并表现出高创造力时, 团队成员非常

可能会模仿领导增加创新投入(Lu et al., 2018)。而

随着领导和团队成员创新投入的同时增加, 团队突

破性创新水平得到提升(Kozlowski & Klein, 2000)。

综上, 本研究提出:  

假设 2: 领导创新投入中介了领导创新期望差

距与团队突破性创新之间的 U 型关系 

1.4  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晋升标准的共同调节

作用 

前文提到, 知觉资质过剩是影响领导自我调节

过程的重要个体因素。一方面, 对领导而言, 知觉

资质过剩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比工作要求更

高的知识和技能(Ma et al., 2020), 这种认知会使他

们相信自己可能在团队突破性创新这类艰巨任务

中取得成功(此时领导的自我效能感较高; Zhang et al., 

2016), 所以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 , 知觉资质过剩

的领导更可能通过突破性创新的方式应对个人能

力−工作要求之间的感知差异, 进而提升领导创新

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如

果此时组织内外部的诸多限制使知觉资质过剩高

的领导感觉到即便付出努力也不能改变个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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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匹配的现状, 他们会认为自己对工作以及在组织

内的职业发展缺乏控制, 这种缺乏控制的无力感会

造成工作疏离(谢文心 等, 2015), 此时他们的工作

热情下降(李广平, 陈雨昂, 2022), 不太会选择需要

强烈动机驱动的突破性创新活动; 而且这种人−岗

未尽理想的状况会使领导产生不公平感(杨伟文 , 

李超平, 2021), 使他们与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被打

破 , 从而不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到工作中 (李广平 , 

陈雨昂, 2022), 这对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的突

破性创新活动尤其有害。所以, 知觉资质过剩既可

能促进又可能抑制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

新的影响。 

组织晋升标准作为一种典型的制度环境, 也可

能对领导创新投入影响团队突破性创新的过程施

加影响。组织晋升标准包括绝对晋升标准和相对晋

升标准(刘智强 等, 2013)。绝对晋升标准依据事先

确定的客观标准晋升员工; 相对晋升标准依据员工

之间的优劣排序晋升员工(Phelan & Lin, 2001)。在

设计逻辑上, 绝对晋升标准旨在鼓励员工与自己竞

争, 相对晋升标准则鼓励员工与他人竞争(刘智强 

等, 2013)。因此, 如果组织晋升标准越倾向于绝对

标准 , 领导间的直接竞争越小 , 生产性行为增加 , 

但不利于潜力的充分挖潜; 而越倾向于相对标准, 

直接竞争越激烈 , 潜力挖掘充分 , 但容易形成对

抗。相较绝对晋升标准而言, 相对晋升标准更易唤

起非常规行为, 这对突破性创新投入这类复杂活动

更为有利, 但是相对晋升标准同时也可能诱发非生

产性行为(刘智强 等, 2013), 这反过来又会因为注

意力分割而降低突破性创新投入。因此, 组织晋升

标准也不单独调节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

新的影响。 

但是, 组织晋升标准和知觉资质过剩可能共同

调节领导创新投入与团队突破性创新间关系。知觉

资质过剩很大程度上会使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开

展创新活动(Zhang et al., 2016), 因此当组织推行相

对晋升标准时, 对知觉资质过剩的领导而言, 在高

自我效能感的支配下, 由于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激烈

竞争中通过非常规的生产性行为改变现状并脱颖

而出(不必借助非生产性手段), 因此更有可能选择

在突破性创新上加大投入, 进而推进团队突破性创

新; 但是如果领导知觉资质过剩程度较低, 对从事

有着更高要求的活动如突破性创新的自我效能感

较低, 则会认为自身能力不足以支持他们继续在突

破性创新上取得成功, 就会将资源投入到常规或渐

进性创新活动中, 结果不利于团队突破性创新。而

当组织推行绝对晋升标准, 由于无法通过直接竞争

显示资质过剩者与他人的能力差异(因为绝对晋升

标准需要设计一定的通过比例), 因此很难充分调

动知觉资质过剩的领导的冒险意愿, 导致他们在需

要高付出的突破性创新活动上疏离回避, 结果不会

对团队突破性创新施加影响, 这种情况对知觉资质

过剩程度低的领导会更加明显。基于上述分析, 同

时结合假设 2 的推导, 本研究提出:  

假设 3: 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晋升标准共同调节

创新期望差距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

新的影响。具体地, 当领导知觉资质过剩程度高, 且

组织同时实行相对晋升标准时, 创新期望差距通过

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 U 型影响效应最强 

2  研究 1: 情境实验研究 

本研究首先启动实验设计, 考察领导创新期望

差距与领导创新投入的因果关系, 以及领导创新期

望差距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影响。 

2.1  研究方法 

2.1.1  实验设计与被试 

采用单因素(创新期望差距: 逆差组 vs.无差距

组 vs.顺差组)实验设计检验研究假设。在我国中部

某 985 大学招募 288 名学生, 将其随机分配到 72

个团队中, 并将 72 个团队随机分配至逆差组、无差

距组和顺差组。由于 23 名被试因个人原因退出实

验, 最终共获得 68 个团队(61 个四人团队和 7 个三

人团队, 共 265 名学生被试)样本。实验过程要求团

队通过无领导小组的方式选出团队领导 , 选出的

68 名 团 队 领 导 中 , 男 性 占 比 64.7%, 女 性 占 比

35.3%; 年龄从 18 岁到 31 岁(M = 20.74, SD = 2.34)。

大多数团队领导为本科学生(86.8%), 8.8%为硕士

研究生, 4.4%为博士研究生。 

2.1.2  实验流程 

实验在线上进行, 分 6 个步骤: 第一, 将被试

随机分配到团队中(每个团队有一个单独的 QQ 群), 

并要求他们填写关于团队成员间熟悉程度的问卷。

第二, 由团队提名一名团队领导, 并在团队领导的

组织下填写人口统计学信息。第三, 在团队领导的

组织下, 完成任务 1 (该任务要求团队在 15 分钟内

提交一份鼠标创意方案)。第四, 要求团队领导填写

其对任务 1 创意结果的期望, 并完成创新期望差距

的操纵。第五, 在团队领导的组织下, 完成任务 2 

(该任务要求团队在 30 分钟内提交一份具有突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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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的耳机设计方案)。第六, 团队领导评价其在耳

机设计任务中的创新投入。 

2.1.3  实验操纵与变量测量 

创新期望差距。本研究通过给予不同的任务评

价来操纵领导创新期望差距。任务 1 完成后, 要求

团队领导填写其期望的团队创意成果得分。短暂的

休息后, 告知团队领导经专家评审后其团队的创意

成果实际得分, 其中顺差组的专家评审分数比团队

领导期望得分高 20% (因为满分为 100 分, 代表最

高期望, 所以采用此方法计算出的分数超过 100 分

时, 按照 100 分计算); 无差距组的专家评审分数与

团队领导期望分数一致; 逆差组的专家评审分数比

团队领导期望得分低 20%。该操纵完成后采用自编

的单题项量表检验创新期望差距操纵的有效性, 具

体题项为“您认为您团队的创意结果如何”, 1 表示

比期望差很多, 7 表示比期望好很多, 数字越小表

示期望逆差越大, 数字越大表示期望顺差越大。 

领导创新投入。任务 2 完成后, 团队领导填写

领导创新投入量表。该量表改编自 Zhang 和 Bartol 

(2010)开发的成熟量表 , 围绕着问题“当您完成耳

机设计任务时 , 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了这些行为”, 

形成问题识别、信息搜索与编码、想法产生三维度

11 题项量表, 典型题项如“我从多角度思考问题”、

“我仔细考虑不同来源的信息以产生新的想法”等。

采用 Likert7 点量表, 数字越大代表投入程度越高。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 

团队突破性创新。本研究采用同感评估技术

(Consensus Assessment Technique, CAT)评价团队突

破性创新。具体而言, 邀请两名评价者(受过专业训

练的大学教师)在不知道实验目的、假设和条件的

情况下, 根据 Li 等人(2008)开发的 4 题项量表评价

团队创意。该量表的典型题项如“该团队参与创造

全新产品”、“该团队在创新中引入全新概念”等。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数字越大代表认同

度越高。由于两名评价者的评价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ICC2 = 0.76, p < 0.001), 因此取两名评价者的平均

得分作为每个团队的最终得分。 

控制变量。本研究将团队领导的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团队规模作为主要控制变量, 主要是因

为领导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影响团队创新(Jiang 

et al., 2015), 而团队规模与领导行为相关, 并且会

对团队创新产生重要影响(Li et al., 2021)。因为通

过网络招募被试, 将被试分配到团队中时无法做到

严格随机, 所以本研究控制了团队成员之间的熟悉

程度。该变量由所有团队人员进行评价, 共一个题

项“目前您与群里成员的熟悉情况如何”。1 = “完全

不熟悉”, 7 = “非常熟悉”, 数字越大代表熟悉度越

高。除此之外, 考虑到评分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本

研究同时控制了团队领导对于任务 1 的期望评分以

及专家评价结果与期望评分间的差值。 

2.2  实验结果 

采用 SPSS 25.0 对实验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

方差分析, 采用 Mplus 8 进行回归分析。 

2.2.1  操纵检验 

表 1 显示了不同条件下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

检验领导创新期望差距操纵的有效性, 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实验组的领导在创新期

望差距方面有显著性差异, F[2, 65] = 239.97, p < 

0.001, η2 = 0.88。两两对比发现, 无创新期望差距组

的创新期望差距得分(M = 2.91, SD = 0.29)显著高

于创新期望逆差组的创新期望差距得分(M = 1.87, 

SD = 0.34), t(43) = 10.86, p < 0.001, Cohen’s d = 

3.25; 创新期望顺差组的创新期望差距得分(M = 

4.61, SD = 0.58)显著高于无创新期望差距组的创新

期望差距得分, t(32.84) = 12.42, p < 0.001, Cohen’s 

d = 3.68; 创新期望顺差组与创新期望逆差组的创

新期望差距得分也存在显著差异, t(35.68) = 19.40, 

p < 0.001, Cohen’s d = 5.72。因此, 实验对于创新期

望差距的操纵是成功的。 
 

表 1  研究 1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分组 操纵检验 领导创新投入 团队突破性创新

逆差组(n = 23) 1.87 (0.34) 5.59 (0.48) 3.32 (0.75) 

无差距组(n = 22) 2.91 (0.29) 4.72 (0.49) 2.38 (0.53) 

顺差组(n = 23) 4.61 (0.58) 5.98 (0.78) 3.47 (0.97) 

注: 括号内为标准差。 

 

2.2.2  假设检验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领导创新期望差距对领导

创新投入有显著性影响, F(2, 65) = 25.63, p < 0.001, 

η2 = 0.44。两两对比发现(见图 2), 无创新期望差距

组领导的创新投入(M = 4.72, SD = 0.49)不仅显著

低于创新期望逆差组领导的创新投入(M = 5.59, SD = 

0.48, t(43) = 6.01, p < 0.001, Cohen’s d = 1.79), 也

显著低于创新期望顺差组领导的创新投入 (M = 

5.98, SD = 0.78, t(37.44) = 6.48, p < 0.001, Cohen’s d = 

1.92); 而创新期望顺差组领导的创新投入与创新

期望逆差组领导的创新投入无显著差异(t(36.38) = 

2.03, p = 0.050), 假设 1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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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对领导创新投入的影响效应图 
 

团队突破性创新方面, 创新期望差距对团队突

破性创新有显著性影响, F (2, 65) = 13.01, p < 0.001, 

η2 = 0.29。两两对比发现, 无创新期望差距组的团

队突破性创新水平(M = 2.38, SD = 0.53)不仅显著

低于创新期望逆差组的团队突破性创新水平(M = 

3.32, SD = 0.75, t(43) = 4.83, p < 0.001, Cohen’s d = 

1.45), 也显著低于创新期望顺差组的团队突破性

创新水平(M = 3.47, SD = 0.97, t(34.49) = 4.70, p < 

0.001, Cohen’s d = 1.39); 而创新期望顺差组的团队

突破性创新水平与创新期望逆差组的团队突破性

创新水平无显著差异, t(44) = 0.60, p = 0.555。 

回归分析发现, 加入了领导创新投入后, 领导

创新期望差距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曲线效应从 β = 

0.83, p = 0.002 变化成 β = 0.31, p = 0.379, 此时创

新期望差距对领导创新投入的曲线效应显著(β = 

1.06, p < 0.001), 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

的影响也显著(β = 0.50, p = 0.010)。为检验中介效

应的显著性, 本研究遵循 Hayes 和 Preacher (2010)

的方法, 在逆差、无差距和顺差条件下, 估计创新

期望差距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影响团队突破性创新

的瞬时间接效应 , 并采用拔靴法 (自抽样次数  = 

20000)估计其 95%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 当创新

期望差距表现逆差时, 其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

突 破 性 创 新 的 间 接 效 应 负 向 显 著 ( 间 接 效 应  = 

–1.22, 95% CI = [–3.50, –0.15]); 当无创新期望差距

时, 其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间接

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 = –0.18, 95% CI = [–1.45, 

0.41]); 而当创新期望差距表现顺差时 , 其通过领

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间接效应正向显

著(间接效应 = 0.87, 95% CI = [0.20, 2.01]), 即从

创新期望逆差到无差距, 领导创新期望差距会通过

阻碍领导创新投入降低团队突破性创新, 而从无期

望差距到期望顺差, 创新期望差距会通过促进领导

创新投入提升团队突破性创新, 假设 2 成立。 

2.2.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在去除所有控制变量后重新进行中介

效应检验, 结果与加入控制变量时的结果无实质性

差异。在删除领导期望得分×1.2 超过 100 分的两个

团队后重新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与未删除这两

个团队时的结果无实质性差异, 模型的稳健性得到

支持。 

3  研究 2: 实地问卷研究 

虽然研究 1 的结果支持了假设 1 和假设 2, 但

上述实验是以学生为样本进行的研究, 难以保证研

究结论的外部效度。而且实验 1 只检验了部分假设, 

并未对全模型进行验证。因此, 我们设计了研究 2, 

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模型进行检验。 

3.1  研究方法 

3.1.1  研究样本与程序 

本研究以团队为单位收集问卷。样本取自我国

南方某省份的新型研发机构, 随机抽取, 所选 46 家

企业分别来自交通城建、生物医药、信息服务等行

业。调研初, 我们通过沟通与这些企业的高层领导

或人力资源部门取得联系, 在征得企业同意后, 调

研人员于 2021 年 5 月至 7 月(时间点 T1)到这些企

业进行现场调研。该阶段的调研对象为研发团队领

导。调查开始前, 调研人员向研发团队领导解释了

研究的目的, 并重点强调调研的保密性原则。在收

到问卷一个月后(时间点 T2), 调研人员对部分企业

进行二次现场调研, 同时因疫情限制对剩余企业采

取线上方式开展调研(通过邮件或微信等方式发送

问卷链接)。该阶段的调研对象包括研发团队领导、

团队成员和公司领导。 

时间点 T1, 由团队领导填写关于创新期望差

距、自身创新投入、知觉资质过剩等的问卷。此阶

段共发放问卷 114 份, 回收问卷 102 份, 问卷回收

率为 89.47%。时间点 T2, 由上述 102 个团队的公

司分管领导评价团队突破性创新水平, 由团队领导

和团队成员共同评价组织晋升标准, 此阶段共回收

公司领导问卷 87 份(问卷回收率 85.29%), 团队领

导问卷 91 份(问卷回收率 89.22%), 员工问卷 324

份(问卷回收率 75.70%)。剔除关键变量空缺及明显

填答不规范的低质量问卷后, 共得到有效配对问卷

76 套, 平均每个团队有 3.72 名员工参与调查。 

本研究在第一阶段收集团队领导的人口统计

学 信 息 , 76 个 有 效 团 队 领 导 被 试 中 , 男 性 占 比

85.5%, 女性占比 14.5%; 最小年龄 26 岁, 最大年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278 心    理    学    报 第 55 卷 

 

龄 56 岁, 平均年龄 39.13 岁(SD = 7.18); 高中或中

专学历占比 3.9%, 大专学历占比 9.2%, 本科学历

占比 67.1%, 硕士学历占比 17.1%, 博士学历占比

2.7%。 

3.1.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或源于经过广泛认可且具

有较高信效度的国外成熟量表, 或基于国外成熟量

表修订而成。为确保中英文版本的一致性, 采用了

标准的“翻译−回译”程序。除特别说明外, 本研究各

量表的测量均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 

创新期望差距(T1)。本研究通过改编 Lovelace

等(2001)开发的量表形成创新期望差距量表。量表

围绕着问题“与您的预期相比, 您认为您团队的创

新表现如何”, 从团队工作成果的创新程度、团队产

生的创意和新点子、团队工作成果的技术含量以及

团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四个方面进行测量, 1 = 

“比期望差很多”, 4 = “与期望差不多”, 7 = “比期望

好很多”。数字越小表示期望逆差越大, 数字越大表

示期望顺差越大。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 

领导创新投入(T1)。与研究 1 一致, 本研究采

用 Zhang 和 Bartol(2010)开发的量表由领导自评其创

新投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 

知觉资质过剩(T1)。采用 Maynard 等人(2006)

开发的资质过剩量表衡量领导感知的资质过剩水

平。量表包括 9 个题项, 典型题项如“我的工作所要

求的学历比我具备的学历低”、“我所拥有的工作经

验对于成功完成这些工作不是必需的”、“这份工作

不需要我所拥有的工作技能”等。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数字越大代表认同度越高。量表在

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组织晋升标准(T2)。前文提到, 根据比较对象

的不同, 可将组织晋升标准进一步区分为绝对晋升

标准和相对晋升标准两类。前者鼓励员工自我超越

(达到固定标准), 实际上就是鼓励他们与过去的自

己比较; 后者则鼓励员工与他人竞争, 优胜劣汰。

但是, 由于绝对晋升标准和相对晋升标准一定程度

上代表着组织晋升标准的两个极端, 越趋近于一端

代表越远离另一端, 因此在测量上, 本研究参考卫

利华等(2019)的做法, 将组织晋升标准视为连续变

量并利用一种晋升类型(如绝对晋升标准或相对晋

升标准)进行衡量。量表选择上, 采用 Liu 等(2017)

开发的 3 题项量表, 典型题项如“在组织中, 晋升与

否取决于与其他员工的相对绩效排名”、“在组织中, 

表现优于他人的员工将得到快速提升”。1 = “非常

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代表组织晋升

标准越倾向于相对晋升标准, 得分越低则越倾向于

绝对晋升标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90。 

团队突破性创新(T2)。与研究 1 一致, 本研究

采用 Li 等人(2008)开发的成熟量表测量团队突破

性创新水平, 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91。 

控制变量(T1)。参考研究 1, 本研究选取团队领

导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团队规模作为主要控

制变量。除此之外, 因为不同行业在创新水平和类

型上存在差异, 所以本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行业分

类标准对 76 个团队进行划分, 并通过设置虚拟变

量的方式控制行业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3.2  数据分析和结果 

本 研 究 采 用 SPSS 25.0 对 调 研 数 据 进 行

Harman 单因素检验、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分析, 采

用 Mplus 8 软件进行共同方法潜因子模型检验、验

证性因子分析和假设检验。 

3.2.1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考察创新期望差距、领导创新投入、知觉资

质过剩、组织晋升标准、团队突破性创新 5 个潜变

量的区分效度, 对测量数据进行跨层次验证性因子

分析。考虑到领导创新投入、知觉资质过剩的测量

题项较多, 对测量题项进行打包处理(分别打包为 3

个, 其中领导创新投入按其维度打包, 知觉资质过

剩根据平衡法打包)。结果显示五因子模型的各项拟

合指标(²/df = 2.00, CFI = 0.93, TLI = 0.91, RMSEA = 

0.05, SRMR within = 0.01, SRMR between = 0.12)均达到

相关要求, 且与替代的四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和

二因子模型相比拟合程度更佳, 说明量表具有良好

的区分效度, 可开展进一步研究。 

3.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取多来源、多时段调研的方法避免共

同方法偏差。数据分析前,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

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未经旋转

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8.28%, 小于 40%

的临界值。另外 , 进行共同方法潜因子模型检验 , 

结果显示当将共同潜因子纳入模型后, 模型拟合指标

分别为: ²/df = 1.80, CFI = 0.95, TLI = 0.93, RMSEA = 

0.05, SRMR within = 0.02, SRMR between = 0.10。相比于

控 制 前 的 模 型 , 加 入 共 同 方 法 潜 因 子 后 模 型 的

CFI、TLI、RMSEA 改善程度均在 0.02 以下,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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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度未得到显著改善。综上判定, 本研究不存在

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2 显示了模型中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

相关系数。从表 2 看, 领导创新期望差距与团队突

破性创新不显著相关(r = 0.07, p = 0.547), 领导创

新投入与团队突破性创新显著正相关(r = 0.34, p = 

0.002), 上述结果为后续研究假设论证提供了初步

依据。 

3.2.4  假设检验 

由于组织晋升标准由领导和员工共同评价, 所

以在模型检验前 , 对组织晋升标准进行聚合分析 , 

结果显示组织晋升标准可以聚合到团队层面(Rwg 均 = 

0.84, Rwg 中 = 0.88)。模型检验时, 对创新期望差距、

领导创新投入、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晋升标准四个

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假设 1 提出领导的创新期望差距与领导创新投

入呈 U 型关系。根据表 3 中模型 1, 创新期望差距

的平方项对领导创新投入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

(β = 0.30, p < 0.001), 曲线拐点出现在 X 的取值范

围内, 说明创新期望差距与领导创新投入的 U 型关

系成立, 假设 1 得到验证。 

为验证假设 2, 本研究首先检验了创新期望差

距与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关系。根据表 3 中模型 2 结

果, 创新期望差距的平方项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影

响显著且系数为正(β = 0.21, p = 0.004), 说明创新

期望差距与团队突破性创新的 U 型关系成立。然后

将创新期望差距和领导创新投入同时纳入回归方

程, 此时创新期望差距的平方项对团队突破性创新

的影响不显著(见模型 3)。为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

性, 本研究遵循 Hayes 和 Preacher (2010)的方法, 

估计在低(–2 SD 和–1 SD)、中(0 SD)和高(+1 SD 和

+2 SD)水平下, 创新期望差距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对

团队突破性创新的瞬时间接效应, 并采用拔靴法估

计其 95%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见表 4), 当创新期

望差距在低(–2 SD, 间接效应 = –0.29, 95% CI = 

[–0.78, –0.05])、中(0 SD, 间接效应 = 0.26, 95% CI = 

[0.07, 0.49])、高(+1 SD, 间接效应 = 0.53, 95% CI = 

[0.15, 1.02]; +2 SD, 间接效应 = 0.80, 95% CI = 

[0.24, 1.59])水平时 , 其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

突破性创新的间接效应显著; 而当创新期望差距在

低水平时 (–1 SD, 间接效应  = –0.01, 95% CI = 

[–0.18, 0.12]), 其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

创新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假设 2 得到支持。 

模型 3 结果显示, 领导创新投入与知觉资质过

剩、组织晋升标准的交互项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影

响显著(β = 0.50, p = 0.018)。以高于均值一个标准

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绘制领导创新投

入与团队突破性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图(见图 3)。

当知觉资质过剩高且组织实行相对晋升标准时, 简

单斜率显著(β = 0.51, p = 0.022), 此时知觉资质过

剩高/相对晋升标准组与知觉资质过剩高/绝对晋升

标准组(直接效应差异 = 0.98, p = 0.017)、知觉资质

过剩低/相对晋升标准组(直接效应差异 = 0.93, p = 

0.023)的差异显著, 但是知觉资质过剩高/相对晋升

标准组与知觉资质过剩低/绝对晋升标准组的差异

不显著(直接效应差异 = 0.13, p = 0.773), 可见, 知

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晋升标准共同调节领导创新投

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影响。 

假设 3 预测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晋升标准共同

调节创新期望差距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

性创新的影响, 当领导知觉资质过剩高且组织实行 

 
表 2  研究 2 的描述性统计及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 性别 a 0.14 0.35 —         

2. 年龄 39.13 7.18 0.24* —        

3. 教育水平 b 4.05 0.73 0.23* –0.01 —       

4. 团队规模 14.68 19.72 0.14 0.04 –0.01 —      

5. 领导创新期望差距 5.77 1.07 0.25* –0.01 –0.04 0.05 —     

6. 领导创新投入 5.83 0.72 0.01 0.15 0.02 –0.15 0.51** —    

7. 知觉资质过剩 2.68 1.10 –0.14 –0.08 0.05 –0.03 –0.17 0.05 —   

8. 组织晋升标准 5.33 0.80 –0.08 –0.01 –0.20 –0.02 0.06 0.12 0.27* —  

9. 团队突破性创新 6.40 0.69 –0.08 0.02 –0.16 –0.31** 0.07 0.34** 0.00 0.03 — 

注: N = 76; * p < 0.05, ** p < 0.01; a 性别: 0 = 男性, 1 = 女性; b 教育水平: 1 = 初中及以下, 2 = 高中或中专, 3 = 大专, 4 = 本科, 5 = 

硕士, 6 =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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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领导创新投入 团队突破性创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0.52* 0.25 –0.14 0.33 0.18 0.33 

年龄 0.03** 0.01 0.01 0.01 0.00 0.01 

教育水平 –0.02 0.08 –0.21 0.12 –0.22 0.12 

团队规模 –0.01 0.00 –0.01 0.01 –0.01 0.01 

行业 1 0.15 0.21 0.00 0.29 –0.06 0.24 

行业 2 0.17 0.21 0.00 0.31 –0.22 0.27 

行业 3 0.38 0.24 0.06 0.37 –0.16 0.32 

领导创新期望差距 0.61*** 0.07 0.20* 0.08 –0.12 0.13 

领导创新期望差距的平方 0.30*** 0.08 0.21** 0.07 –0.03 0.09 

领导创新投入     0.42* 0.18 

知觉资质过剩     –0.07 0.13 

组织晋升标准     –0.08 0.15 

领导创新投入×知觉资质过剩     0.02 0.16 

领导创新投入×组织晋升标准     0.06 0.18 

知觉资质过剩×组织晋升标准     –0.50* 0.22 

领导创新投入×知觉资质过剩×组织晋升标准     0.50* 0.21 

注: *、**、***分别表示 p < 0.05、p < 0.01、p < 0.001。 

 

 
 

图 3  调节效应图 
 

相对晋升标准时, 创新期望差距通过领导创新投入

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曲线效应增强。结果如表 4 所

示, 当创新期望差距低(–2 SD)、领导知觉资质过剩

高且组织实行相对晋升标准时, 间接效应显著(间

接效应 = –0.63, 95% CI = [–1.54, –0.15]), 此时知

觉资质过剩高/相对晋升标准组和知觉资质过剩高/

绝对晋升标准组(间接效应差异 = –0.67, 95% CI = 

[–2.08, –0.08])、知觉资质过剩低/相对晋升标准组

(间接效应差异 = –0.63, 95% CI = [–2.16, –0.11])的

差异显著, 与知觉资质过剩低/绝对晋升标准组(间

接效应差异 = –0.09, 95% CI = [–1.05, 0.36])的差异

不显著, 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晋升标准的调节效应

成立。 

当创新期望差距处于中等水平(0 SD)、领导知

觉资质过剩高且组织实行相对晋升标准时, 间接效

应显著(间接效应 = 0.32, 95% CI = [0.03, 0.70]), 

但知觉资质过剩高/相对晋升标准组与知觉资质过

剩低/绝对晋升标准组(间接效应差异 = –0.17, 95% 

CI = [–0.79, 0.53])、知觉资质过剩高/绝对晋升标准

组(间接效应差异 = 0.35, 95% CI = [–0.12, 0.97])、

知觉资质过剩低/相对晋升标准组(间接效应差异 = 

0.31, 95% CI = [–0.16, 1.04])的差异均不显著。 

而当创新期望差距高(+1 SD, +2 SD)、领导知觉

资质过剩高且组织实行相对晋升标准时, 间接效应

显著(+1 SD, 间接效应 = 1.17, 95% CI = [0.57, 

2.07]; +2 SD, 间接效应 = 1.77, 95% CI = [0.85, 

3.24]), 此时知觉资质过剩高/相对晋升标准组与知

觉资质过剩高/绝对晋升标准组(+1 SD, 间接效应

差异 = 1.24, 95% CI = [0.34, 2.55]; +2 SD, 间接效

应差异 = 1.87, 95% CI = [0.55, 4.06])、知觉资质过

剩低 /相对晋升标准组 (+1 SD ,  间接效应差异  = 

1.16, 95% CI = [0.31, 2.70]; +2 SD, 间接效应差异 

= 1.76, 95% CI = [0.50, 4.25])的差异显著; 与知觉

资质过剩低/绝对晋升标准组(+1 SD, 间接效应差

异 = 0.17, 95% CI = [–0.80, 1.41]; +2 SD, 间接效

应差异 = 0.25, 95% CI = [–1.19, 2.19])的差异不显

著, 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晋升标准的共同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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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领导创新期望差距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瞬时间接效应 

创新期望差距 间接效应 
有条件的间接效应 

效应值 差异 1 差异 2 差异 3 

–2 SD –0.29[–0.78, –0.05] –0.63[–1.54, –0.15] –0.09[–1.05, 0.36] –0.67[–2.08, –0.08] –0.63[–2.16, –0.11]

–1 SD –0.01[–0.18, 0.12] –0.03[–0.35, 0.24] 0.00[–0.22, 0.11] –0.03[–0.49, 0.26] –0.03[–0.45, 0.23] 

0 SD 0.26[0.07, 0.49] 0.32[0.03, 0.70] –0.17[–0.79, 0.53] 0.35[–0.12, 0.97] 0.31[–0.16, 1.04] 

+1 SD 0.53[0.15, 1.02] 1.17[0.57, 2.07] 0.17[–0.80, 1.41] 1.24[0.34, 2.55] 1.16[0.31, 2.70] 

+2 SD 0.80[0.24, 1.59] 1.77[0.85, 3.24]) 0.25[–1.19, 2.19] 1.87[0.55, 4.06] 1.76[0.50, 4.25] 

注: 自抽样次数 = 20000。差异 1 代表知觉资质过剩高/相对晋升标准组与知觉资质过剩低/绝对晋升标准组的差异; 差异 2 代表资

质过剩高/相对晋升标准组与知觉资质过剩高/绝对晋升标准组的差异; 差异 3 代表知觉资质过剩高/相对晋升标准组与知觉资质过剩

低/相对晋升标准组的差异。 

 
成立。综上, 假设 3 得到部分支持。 

3.3  稳健性检验 

研究认为知觉资质过剩可能加剧个体离职倾

向(Harari et al., 2017), 而离职倾向又会对个体工作

投入产生影响(李广平, 陈雨昂, 2022)。为了排除该

因素对结果的影响, 本研究将领导离职倾向作为控

制变量纳入模型, 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该

变量采用 Scott 等人(1999)开发的 4 题项量表进行测

量, 去除一个因子载荷较低的题项后, 该变量在本

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稳健性检验结

果与未加入离职倾向时的结果无实质性差异。另外, 

本研究还在去除所有控制变量后重新检验了所有

假设, 结果与加入控制变量时的结果无实质性差异, 

模型的稳健性得到支持。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自我调节理论为基础, 探讨领导创新

期望差距推动团队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制和边界

条件。通过一项实验研究及一项多时点、多来源的

问卷调查研究发现: 创新期望差距对领导创新投入

产生 U 型影响(假设 1), 领导创新投入中介了创新

期望差距与团队突破性创新之间的 U 型关系(假设 2)。

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晋升标准共同调节创新期望

差距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影响团队突破性创新的过

程(假设 3)。具体地, 知觉资质过剩高/相对晋升标

准组合比知觉资质过剩高/绝对晋升标准组合及知

觉资质过剩低/相对晋升标准组合更能强化创新期

望差距通过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影

响。但是, 知觉资质过剩高/相对晋升标准组与知觉

资质过剩低/绝对晋升标准组在创新期望差距通过

领导创新投入影响团队突破性创新中没有显著差

异 , 可能的解释是 , 如果组织推行绝对晋升标准 , 

当团队创新绩效达到一定的标准时, 团队领导可能

得到晋升或奖励, 而当团队创新绩效降低到一定水

平时, 团队领导也可能被迫降职或受到惩罚, 此时

知觉资质过剩低的领导虽然知道自己资质不足, 但

为了维护自己已得的地位, 他们也不得不冒险选择

突破性创新活动。 

4.2  理论贡献 

本研究取得了如下理论贡献:  

首先, 有别于现有文献关于团队突破性创新形

成条件的考虑, 本研究将期望差距的概念引入团队

层面, 从创新期望差距视角探索团队突破性创新的

形成机制和边界条件, 发展期望差距团队层面研究

的同时, 为团队突破性创新的由来做出更全面的阐

释。一方面, 虽然学者对期望差距问题进行了广泛

的研究, 但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如 Eggers 

& Kaul, 2018; Xu et al., 2019)。本研究通过探讨领

导创新期望差距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影响, 弥补了

这一不足。另一方面, 虽然当前学界关于突破性创

新的研究逐渐从企业层面拓展至个人 /团队层面 , 

但关于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前因、机制和边界条件研

究还不够深入(刘智强 等, 2021)。同时, 尽管学者

认同领导影响团队创新(Anderson et al., 2014; Hughes 

et al., 2018), 目前学者仅关注领导风格对于团队突

破性创新的影响(如 Alexander & van Knippenberg, 

2014; Nijstad et al., 2014), 忽视了领导创新期望差

距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本研究将创新期望差

距作为团队突破性创新的重要前因, 发现其对团队

突破性创新的 U 型作用, 为团队突破性创新前因研

究提供了新视角。 

其次, 以自我调节理论为分析基础, 识别出领

导创新投入是领导创新期望差距影响团队突破性

创新的关键机制, 弥补了从团队过程、团队状态等

来理解领导创新效应的局限, 也拓展了创新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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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结果研究。以往研究在探究领导与团队创新之

间的关系时 , 通常采用团队过程(比如 , 团队知识

共享、团队自省)、团队状态(比如, 团队认同、团

队建言氛围)或整合(比如 , 团队工作质量)的视角

(如 Jiang et al., 2015; Klaic et al., 2020)。本研究采

用自我调节理论, 从创新投入视角揭示领导创新期

望差距与团队突破性创新之间的 “黑箱”, 为领导

与团队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另外, 

以 往 研 究 主 要 关 注 员 工 创 新 投 入 对 员 工 创 造 力

(Zhang & Bartol, 2010)、角色内绩效(Du et al., 2016)

等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发现领导创新投入正向影响

团队突破性创新, 促进了创新投入的结果研究。 

再者, 将领导创新投入对团队突破性创新的影

响关系与领导的个体差异、情境因素相结合, 为创

新期望差距贡献于团队突破性创新划定了更准确

的边界条件, 也为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晋升标准的

研究做出贡献。第一, 以往研究认为领导与团队创

新间关系受到调节因素的影响(Hughes et al., 2018), 

但这些研究主要从领导、情境等单一变量出发。本

研究在一个整合的框架下探讨知觉资质过剩和组

织晋升标准对于领导创新投入与团队突破性创新

关系的共同调节作用, 丰富了学界关于团队创新边

界条件的认识。第二, 知觉资质过剩作为一种特殊

的个人—环境不匹配现象, 引起学者广泛关注, 但

在结论方面尚有争议(Ma et al., 2020)。本研究响应

杨伟文和李超平(2021)关于从管理制度等出发透视

知觉资质过剩影响效应的呼吁, 发现在相对晋升标

准下, 知觉资质过剩的领导更有可能通过非常规方

式选择达到提升团队突破性创新的目的, 为知觉资

质过剩积极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新选择。第三, 本研

究发现领导知觉过剩高/相对晋升标准组、领导知觉

过剩低/绝对晋升标准组在领导创新投入与团队突

破性创新关系上并没有实质差异, 提醒我们组织晋

升标准无好坏之分, 在探究组织晋升标准作用时需

要同时考虑被施加者特征的影响。 

最后, 本研究对自我调节理论的发展具有促进

作用。根据 Diefendorff 和 Lord (2008)的观点, 自我

调节理论可以划分为结构(关注自我调节的反馈循

环)、内容(关注目标类型以及目标内容对行为、绩

效等的影响)和阶段理论(关注自我调节的不同阶

段), 以上细分理论的关注点不同 , 需要整合进一

个统一的框架中以实现对目标导向行为的更全面

理解。本研究响应他们的呼吁, 将自我调节的各种

理论整合进一个统一的模型, 探讨其对领导行为和

团队创新绩效的联合效应, 发展了自我调节理论的

相关研究。进一步, 本研究融合了自我调节结构论

中的控制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具体而言, 控制论

的核心是差异引起的负反馈循环, 即个体通过行动

去减少差异(Carver, 2004), 而社会认知理论则认为

人 们 可 能 通 过 设 置 更 高 的 目 标 来 主 动 塑 造 差 异

(Diefendorff & Lord, 2008)。本研究基于动态自我调

节的视角, 认为当出现创新期望逆差时, 领导通过

增加创新投入减少差距, 而当出现创新期望顺差时, 

领导设置更高的目标, 并通过增加创新投入的方式

去实现目标, 对自我调节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4.3  管理启示 

本研究同时也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管理启示: 第

一, 本研究通过发现创新期望差距与团队突破性创

新的 U 型关系, 提醒管理者团队层面创新的关键不

仅在于团队目标, 而且在于团队领导目标(期望)与

团队实际创新绩效的差异, 只要团队领导认为团队

创新绩效与他们目标(期望)之间有差异, 他们就会

通过调整创新投入的方式提升团队突破性创新。所

以企业管理者应鼓励团队领导设置创新目标(期望), 

并提醒他们将创新目标(期望)与团队实际绩效进行

比较。第二, 本研究通过发掘知觉资质过剩和组织

晋升标准的共同调节作用, 提醒管理者在提升突破

性创新方面, 需要同时考虑团队领导的个体特征和

组织规则。具体而言, 企业管理者应定期与团队领

导进行沟通, 了解他们的资质过剩感, 并通过组织

晋升标准最大化团队突破性创新水平。当然, 在组

织晋升标准确定的情况下, 管理者也可以通过为团

队领导提供成长机会等调整他们的知觉资质过剩, 

进而实现团队突破性创新。 

4.4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但

仍存在一定的研究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 首先, 

研究 2 虽然将行业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 

但仍无法完全规避行业多样化造成的结果混淆, 未

来可以考虑利用单一行业数据来检验研究结论的

稳健性。其次, 本研究认为当团队创新绩效超过领

导创新期望时, 团队领导可能通过设置更高目标的

方式改变目标—绩效之间的差异, 但没有对这一论

证进行实证检验, 未来可考虑将动态目标纳入模型

以增加论证的严谨性。第三, 本研究将领导创新投

入作为一种自我调节策略探讨创新期望差距对团

队突破性创新的影响, 但自我调节理论也强调情感

在自我调节中的重要作用(Koopman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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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来研究可从情感视角对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作进一步细化和补充。最后, 本研究将知觉资质过

剩和组织晋升标准作为重要的个体和情境因素, 探

讨其在团队领导自我调节过程中的作用, 但其它因

素也会对个体自我调节过程产生影响(如 Parke et al., 

2018; Xu, Liu, et al., 2021), 未来可作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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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competitive marketplace, organizations considerably rely on radical innovation in a team to gain 

and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lthough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mechanism by which such innovation 
form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and the self-regulation processes of team leaders. Drawing on self-regulation theory, the current 
research investigated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among leaders as a vit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affects team radical innovation. We also examined the co-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of leaders and criteria for organizational promo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and team radical innovation. This examination was intended to 
ascertain at which point such discrepancy drives the strongest radical innovation in a team. 

To test our hypothesized model, we carried out an experiment (Study 1) and a field survey (Study 2). In 
Study 1,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to one of 68 teams, which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three 
conditions (performance above expectations, below expectations, no discrepancy).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was manipulated via expert evaluations of the outcomes of a creative task executed by different 
teams. In Study 2, our sample comprised 76 R&D teams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At point 1, team leaders 
filled out scales about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One month later, at point 2, team superior leaders rated the radical 
innovation of these teams. At the same time, team leaders and team members assessed organizational promotion criteri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has a U-shaped impact on a team leader’s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Such engagement mediates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and team radical innovation.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romotion 
criteria jointly moderate the U-shaped effect of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on team radical innovation 
via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Compared with the situation of high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absolute 
promotion criteria and the situation of low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relative promotion criteria, the 
indirect effect of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on team radical innovation through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is stronger when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is high and the organization implements relative 
promotion criteria. Beyond our expectation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on team radical innovation in the case of high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relative 
promotion criteria and in the case of low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and absolute promotion criteria. 

Our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several distinct ways. First, it derived novel insights into the 
cultivation of radical innovation in a team by focusing on the effects of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team leader. Second, this study enriched extant knowledge about how team leaders promote 
radical innovation through self-regulation. Specifically, it identified the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of a leader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by which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affects team radical innovation. Third,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when organizations implement relative promotion criteria and a team leader’s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is high,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on team radical innovation via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can be strengthened, which helps companies determine how to achieve radical 
innovation in teams. 
Keywords  innovation expectation discrepancy, team radical innovation,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perceived 

overqualification, organizational promotion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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